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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般认为，改革动力论是邓小平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尽管在邓小平的谈话和文稿中，尚未见到把改革与动力
直接连起来的表述，但根据他对改革的本性、功能和作用等方面的论述，可以总结出此结论。随后的历届中央领导人

也经常在不同场合强调这一观点。

走向“税收国家”
———改革开放制度变迁的财政社会学视角

武靖国

（国家税务总局税务干部进修学院 科研所，江苏 扬州 ２２５００７）

摘　要：改革开放后，改革被视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但改革的动力又是什么？财政社会学认为财政压力
与制度变迁之间存在密切联系。运用财政社会学理论对中国改革开放进程进行分析认为，计划经济体制下

的财政收入紧缩与公共支出需求持续增加所导致的财政困局是倒逼改革的重要动因。经济制度的改革逐渐

建立起了承认和保护个人产权的机制，使得市场主体承担纳税义务有了合理性。这是一个典型的“产权换税

收”过程，也是政府通过放松控制力来换取财政成长性的过程。伴随着这一过程，中国由计划经济时期的“自

产国家”逐渐演变为一定程度上的“税收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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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改革的动力从何而来

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史诗般的宏大历史进程。经过４０年的实践探索和潜移默化，人们在享受
改革开放丰厚红利的同时，也形成了以改革为核心的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无论是在官方叙述还

是民间认知中都已经根深蒂固、不可动摇。但稍加思考就能发现，对改革开放宏观语境的一致赞同，

并不能遮蔽人们在理解方式和具体问题上的争论。比如人们普遍接受了“改革是发展的根本动力”这

一观点，那么，改革的动力又从何而来？

改革开放被认为是一场“自我革命”，是国家（或执政党）主导的渐进式制度变迁。按照诺思的制

度变迁理论，决定制度变迁的基本原因是相对价格（诺思，１９９４）［１］，制度的制定者之所以改变原来的
制度，是因为他们认为借此获得的收益大于因此而产生的成本。因此，驱动执政者作出制度改变的原

因，是执政者基于对当时社会结构、经济压力与未来预期等的综合判断，以及对执政集团执政目标的

调整，从而对现行制度的成本收益评价发生了改变。故而改革开放虽可以被视为我国社会发展的动

力机制，但还算不上是“原动力”。在改革开放前，阶级斗争被视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改革开放后，改革

被视为社会发展的动力①。这能够恰如其分地说明改革开放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划时代意义，但

客观地说，改革开放与阶级斗争并不是同一层次的问题，阶级斗争是一种社会变迁的动力机制，而改

革开放是一种制度选择。与阶级斗争能够形成对应的概念可能是“市场交换”，即由过去崇尚用“暴力

革命”进行财富的平均化分配，改变为通过市场公平竞争下的自愿交换的资源配置方式。

学界一般把改革本身作为一种动力来研究，至于改革的动力从何而来，并没有形成令人满意的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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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改革不同于革命。对于执政者来说革命是被动的，结果难以预知。那么改革动力论就隐含了一

个假设，领袖人物出于政治理想、良治愿望以及历史使命感所作出的抉择，是改革得以启动的关键力

量。从我国改革开放起始阶段和重要时期的事实看，这个判断似乎是符合实际的。

但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优秀人物仅仅是历史进步的促进者而不可能单独成为历史创造者。所

以一些学者综合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试图提出改革动力更完整的解释框架。比如有学者认为，中

国改革的真正动力，源自执政党上层的政治胆识与民间力量的推动和强力支撑（周瑞金，２００９）［２］。有
学者认为，中国的改革动力源于地方政府间的竞争（Ｑｉａｎａｎｄ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１９９７；周黎安，２００７）［３～４］，中央
政府把地方成功经验通过适当的“顶层设计”上升为国家政策继而推广全国（郑永年、翁翠芬，

２０１２）［５］，成为中国改革的一般路线图。实际上，这些学者都提出了“社会压力—政府回应”型的改革
动力机制，即“问题倒逼改革”（龚培河、万丽华，２０１７）［６］。但必须看到，同样的压力并不必然导致“放
权”“让利”“下放”之类的开放式政策取向，也有可能导致执政者出台“内卷化”①的措施加以应对。比

如面对人口增长导致的青年失业现象，可以解禁个体经济加以消化，也可以通过号召“上山下乡”以缓

解压力。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来看，面对国家治理困境，拥抱商品经济的改革并不是必然

发生的历史事件，与开放式制度取向相对应的内卷化动机不可避免地存在。这似乎仍然印证了领袖

人物在关键时期的关键抉择，决定着一定时期国家的制度变革趋向。

制度变迁背后的动力结构体系无疑是错综复杂的，路径依赖、意识形态、外部示范、内部压力以及

领导人的意志等等都是影响制度变迁的变量。改革是执政者对制度的自我改良，执政者的政策抉择

自然是推动改革的最直接因素。但是，执政者关于改变制度的决策并非随意而为，而是综合考量当时

形势与各种压力后作出的理性选择。因此，研究改革开放的动力，需要了解促使当时的执政者作出改

革决策的关键压力。

二、来自财政社会学的观点：财政压力与制度变迁

一个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财政压力导致了我国改革开放。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承担着

为所有公民提供全套福利与就业岗位的责任，全民就业、终身福利曾被认为是计划经济的优点。但计

划经济又是短缺经济，以国营企业利润为主要来源的财政收入无法满足庞大的公共支出需要。可以

认为，计划经济体制中的政府会长期处于高度的财政紧张状态，这也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我国经济
和财政状况的写照。在财政收支出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计划经济与社会控制模式难以为继的情况

下，政府通过“甩包袱”来卸掉一部分公共责任，然后“向新增财富征税”以获得较为稳定的财政收入

就成为一种理性选择（何帆，１９９８）［７］。
把财政因素与制度变化联系起来，是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学科研究的重要路径。诺思、

奥尔森等在探讨国家兴衰时都提到过类似的观点。希克斯在《经济史理论》一书中论述了财政压力带

来的国家税收和举债技术的创新对市场经济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希克斯，１９８７）［８］。不过，把财政压
力与国家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研究作为核心命题的，是“财政社会学”这一交叉学科。

学术界一般认为，财政社会学源于一战后鲁道夫·葛德雪与约瑟夫·熊彼特的一次争论。１９１７
年奥地利在一战中失败后，巨大的战争债务使其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为化解危机，葛德雪在《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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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内卷化”是英文ｉ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的中文意译。ｉ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在英文中的初始意义是“卷绕”“回旋”等，后来被广泛应用
到文化、农业以及政治制度等领域，以形容一种边际效益递减接近于零甚至已经产生负收益时，仍然不停止成本投入

的状态。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把 ｉ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这一概念用于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研
究，中国学者通常将其翻译成“内卷化”。随后，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１９００－１９４９年的华北》中又提出了
“国家政权内卷化”，以形容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或勉强维持的状态。ｉ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与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进化）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革
命）具有同一词根，但体现了不同的发展方向。本文中所提及的制度变迁“内卷化”路径，主要是指执政者在面对公共需

求增加带来的社会压力时，不是采取发展生产力方式以满足这些需求，而是通过加紧社会控制来压低需求。社会需求被

人为压制后，社会活力也进一步收缩，社会生产发展的动力不断处于削减状态，就像一个内卷的叶子一样，越卷越紧。



社会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一文中提出，既然国家已经无法依靠税收方式来承担战争债务，那么就应

该转向依赖营利收入，所以国家要有计划地控制私人经济，将“负债的税收国家”转换为“具有资本能

力的经济国家”。随后熊彼特在《税收国家的危机》中对此进行了驳斥，认为税收国家与现代国家是同

时诞生、一起发展的，私人部门缴纳的税收成为税收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所以税收国家的政府

必须依赖并保障个人利益以及私人经济的有效运转。国家财政支出越高，越需要鼓励和尊重个人追

求自我利益，而不是以战争为借口对私人财产和生活方式进行行政干预（熊彼特，２０１８）［９］。虽然观点
相左，但两人的争论催生了财政社会学这一边缘性学科。简言之，财政社会学关注以下几个问题：国

家的角色应该在以营利生产者和产权保护者为两端的标尺上如何定位？国家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干预

私人经济行为？国家不同程度的干预行为分别体现了怎样的“国家—社会”关系，并对政治制度与社

会变迁产生何种影响？迄今为止，财政社会学主要成果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根据财政收入来源不同划分国家类型，进而定义不同的“国家—社会”关系。Ｔａｒｓｃｈｙｓ把历
史上的国家划分为六种：贡赋国家（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ｔａｔｅ）、领地国家（ｄｏｍａｉｎ－ｓｔａｔｅ）、关税国家（ｔａｒｉｆｆ－
ｓｔａｔｅ）、自产国家（ｏｗｎｅｒ－ｓｔａｔｅ）、贸易国家（ｔｒａｄｅ－ｓｔａｔｅ）和税收国家（ｔａｘ－ｓｔａｔｅ）（Ｔａｒｓｃｈｙｓ，１９８８）［１０］。
贡赋国家与领地国家多是前现代国家，财政汲取基于国王与诸侯、诸侯与贵族、贵族与农民之间的封

建关系或人身依附来进行。中世纪后期，西欧一些邦国因海洋贸易而繁荣，国王把关税作为主要财政

来源，或者直接参与经商活动，从而成为关税国家或贸易国家。在关税国家中，国王可以通过海关抽

取税收从而维持经济的独立性，不必依赖来自于国内民间的税收。自产国家与税收国家是现代社会

最常见的两种“国家—社会”关系形态。自产国家是执政者直接控制并经营大部分经济资源以攫取利

润的国家类型。在自产国家，财政汲取一般较少涉及财产权从私人向国家的转移，因为国家是生产的

组织者、生产资料的拥有者，利润自然归国家所有。自产国家中利润的生成过程其实就是财政资源的

获取过程。税收国家是以来自于私人部门缴纳的部分利润为主要财政收入来源的国家。相比较而

言，在税收国家，财政汲取过程本身是一个所有权转移过程，即执政者把本属于社会个体所有的部分

利润征收为国家所有，故而税收国家存在的逻辑前提就是私人产权制度。为了研究方便，有学者还提

出了其他国家类型，如依靠自然资源出口而获取租金收入的资源租金国家（Ｍｏｏｒｅ，２００４）［１１］，由税收
国家进化而成的、能够凭借良好信用获得大规模贷款的债务国家等等。资源租金国家本质上是自产

国家，债务国家本质上是税收国家，因而并没有突破上述对“国家—社会”关系的定义。

第二，总结归纳出财政汲取博弈影响制度变迁的路径与模型。国家汲取和运用财政收入的方式

对经济组织、社会结构、精神文化乃至国家命运产生影响（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１９９３）［１２］，是财政社会学的基本命
题。但要详细解释和描绘整个影响过程，就需要将变量关系模型化。马骏将两者间的逻辑关系归纳

为三种：征税→代议制模式，租金→国家自主模式，税收讨价还价→政治民主模式（马骏，２０１１）［１３］。
不同的财政来源渠道之所以会对国家制度产生影响，是因为各种汲取方式中执政者的控制力与话语

权不一样，汲取难度与成本也不一样，所付出的代价自然有所差别。比如国家运用强制手段可以很容

易对土地、不动产等税基征税，但当对资本、收入等可移动物征税时，就不得不寻求纳税人的合作。为

了达成这种合作，国家必须让纳税人在税收立法中发挥一定的作用，这最终导致了议会民主制度的发

展（ＢａｔｅｓａｎｄＬｉｅｎ，１９８５）［１４］。
第三，研究了不同财政来源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贡赋、领地收入等主要存在于封建时代。在

现代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利润、租金、税收、债务等。如果前两者占较大比例，则为自产国家

或租金国家；如果税收占较大比例，则为税收国家。按照财政社会学假设，税收国家与自产国家相比，

政治制度应该更加民主，国家治理水平也更高。也就是说，只有真正的税收国家才能形成高质量的国

家治理（Ｍｏｏｒｅ，２００４）［１１］。一些学者的研究也证实，税收国家的特征越强，其治理质量就越高；反之，
税收国家的特征越弱，或者租金国家的特征越强，其治理质量就越低（马骏、温明月，２０１２；张景华，
２０１４）［１５～１６］。有学者发现，在一些通过垄断自然资源出口而获取财政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政府会利用
自然资源租金来平息不同政见者的反对、回避政治责任并减轻制度改革压力（Ｉｓｈａｍ，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Ｓａｌ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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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ＭａｒｔｉｎａｎｄＳｕｂｒａｍａｎｉａｎ，２０１３）［１７～１８］。执政者较高的财政自给性，降低了国家对公民或者社会的
财政依赖，导致公民失去了政治参与的机会，从而出现“裙带政治”与政治腐败（ＬｅｉｔｅａｎｄＷｅｉｄｍａｎｎ，
１９９９；ＣｏｌｌｉｅｒａｎｄＨｏｅｆｆｌｅｒ，２００５）［１９～２０］。上述文献都假定自然资源租金和税收收入之间的替代效应
（Ｂｏｒｎｈｏｒｓ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２１］，既然出卖自然资源更加便捷、约束更小，那么费尽心机去设计税收制度就
没有必要了，税收制度所代表的国家与公民之间的互动关系自然不会产生。

上述财政社会学成果似乎说明：一个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把税收作为财政收入来源，与其能否出现

政治民主制度之间密切相关。这个判断有过于武断之嫌。首先，作为财政收入来源的税收是一个宽

泛的概念。财政社会学研究者们已经把财政收入来源梳理得相当细致，但把税收作为一个笼统的大

类仍然过于粗疏。现代国家都有一个复杂、多样、配套的税制体系，很少有国家过度依赖某一个税种。

在整个税制体系中，从来源上说有财产税、行为税、流转税等等，从转嫁方式看有直接税、间接税等等，

每一个税种的诞生都经历了不同的博弈过程，对政治经济制度的作用方式、层次也都存在差别。其

次，人们对所谓民主的定义也不一致。对于最关键的问题———民主是不是等同于选票？很多人有不

同的看法。即使是“选票民主”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西方国家早期的民主其实是“贵族民主”

“精英民主”，或曰“大纳税人参与决策”的制度及“付费消费者主权机制”（宋丙涛，２０１２）［２２］。投票与
民主之间无法简单地划上等号，投票民主与国家治理水平之间也很难建立起直接联系。最后，当代财

政汲取技术与预算理念的发展，使两者之间关系进一步复杂化。在财政支出方面，最典型的就是预算

平衡理念的变化，由过去的年度平衡发展到周期平衡，后来又发展到结构性平衡。现在人们认为，只

要预算赤字不超过年度 ＧＤＰ的一定比例就是安全的，而这一警戒线还在不断冲高。在一些西方国
家，预算赤字总额已经超过ＧＤＰ的１００％甚至２００％以上，并没有引起大的社会危机，这在过去是不可
想像的。在财政收入方面，汲取方式呈现出多元化、隐形化的特点，比如通过货币增发来征收“通货膨

胀税”，通过发行国债来提前征收“未来税”，通过代扣代缴来提高征收水平，通过累进税率来减小征税

阻力等等。无论是预算理念变化还是汲取技术提升，都能够有效地延迟或规避财政汲取博弈过程中

的摊牌时机。

综上所述，财政压力与制度变迁之间确实存在密切联系，但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以及发展的不确定

性，意味着要得出任何一个具体的结论都必须十分谨慎。就财政压力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制度变迁来

说，两者之间存在关系是肯定的，但前者对后者的具体影响方式和路径是什么？在改革开放进程的整

个动力系统中财政压力起到了什么作用？回答这些问题，需要结合我国改革开放进程进行具体分析。

三、构建分析模型：财政成长性与资源控制力的权衡

为了直观分析财政压力推动改革开放的作用机制，可以根据财政社会学原理构建一个模型。假

定执政者的主要目标是长期执政，那么他需要维持足够的民众支持率与统治合法性。但支持率与合

法性会经常面临威胁，比如对外战争、自然灾害、饥荒等意外事件，以及人口过度增长、族群冲突、经济

危机等社会失衡问题。为了应对威胁，执政者既需要维持强大的国家机器，也需要提供足够的社会保

障，这都需要大量财政收入作支撑。对执政者来说，比经济、社会和战争危机更可怕的，是面对危机时

弹尽粮绝而陷入财政危机。因此，追求财政收入的最大化就成为执政者的一个关键目标。

执政者对财政收入的追求存在两个基本维度：资源控制力与财政成长性。控制力指的是执政者

对经济资源的控制程度，它保证了在财政需求高度紧张时，能否比较顺利地汲取到财政收入；成长性

指的是财政收入能否满足不断增长的公共支出需要。财政资源的控制力与成长性这两个维度之间存

在着深刻矛盾，任何一种汲取方式都难以完全兼顾。比如税收会随着私人经济部门的发展而不断增

长，但在税收立法与征税过程中执政者会受到代议机构与纳税人的讨价还价。执政者通过建立计划

经济体制可以获得对经济资源及其利润的完全控制，但这也意味着经济活力与财政成长性的丧失。

为了尽可能兼顾控制力与成长性，执政者会不断探索折中性的方式。比如在保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

同时，把经营管理权让渡给私人，然后收取租金。与税收相比，租金兼顾了控制力；与利润相比，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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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能保证一定的成长性，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租金作为财政汲取方式也有局限性，租金的缴纳依

据主要是合同，合同各方会根据合同期限进行相机抉择，这影响了财政汲取的稳定性，也侵蚀了财政

收入的成长性。

为了方便，把所有汲取方式抽象总结为四种：贡赋、租金、利润和税收（见图１）。低控制力、低成
长性的“贡赋”是一种基于封建等级依附关系所建立的汲取体系。在此体系中，下级向上级层层承担

贡赋义务，上级向下级层层提供保护责任。贡赋义务的问题在于缺少固定性，下级向上级缴纳的贡赋

数量比较随意，有时仅仅是象征性义务；同样，上级对下级所承诺的保护多数情况下也仅仅是名义上

的责任。正因如此，近现代国家不可能把贡赋作为汲取方式。这里的“租金”，指的是国家出租国有生

产资料所获得的租金，“利润”指的是国家直接经营国有生产资料所获得的利润，“税收”指的是国家

向私人或民间主体征收的经营利润的一部分。上述四种汲取方式基本上涵盖了所有财政汲取方式。

比如一些国家存在的“王室领地收入”，如果以进贡方式实现则为贡赋，如果以地租方式出现则为租

金。又如国家直接垄断某些资源的“专卖收入”，可看作

是国营经济利润，如果允许私人参与其中某些环节的经

营，这部分收益还可以看成租金。作为当代国家财政收入

重要来源的政府债务，以未来的税收为担保，其实是税收

的变体。通货膨胀税或铸币税是比较特殊的财政汲取方

式，是对所有人征收的“隐形税收”，它赖以存在的前提是

政府的货币发行权，在此不作重点讨论。

对于执政者来说，所有财政汲取方式都是利弊相生的（见表１）。一般来说，执政者最喜欢、也是
优先选择的是控制力最强的汲取方式，即直接控制和经营生产资料。但当出现意外事件或重大变化、

自产收入不足以应对时，执政者受形势所迫就会改变生产资料经营方式，比如向私人出租生产资料以

获取租金，向民间组织或个人的财产收入征税。当执政者向民间汲取税收时，社会主体与个人的配合

程度就成为影响政府成本收益的关键因素。执政者向民间汲取收入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不经同

意强制汲取，这虽然节约了协商成本，但容易引起硬反抗（如武力对抗等）以及软反抗（如消极生产、逃

跑等）；另一方式是协商征收，这意味着执政者要让渡一部分政治权力。所以当发生财政危机时，执政

者就面临艰难取舍：是让渡部分利益或者权力来换取税收，还是冒着社会动乱风险运用强制手段征收

更多的税收？前者开始时付出的代价看似很大，但未来是稳定的；后者开始时付出的代价很小，但社

会力量不合作可能带来巨大的隐性成本。从长远来看，前者更有可能带来开放型的制度变迁趋向，后

者更有可能导致内卷化的制度变迁趋向。

表１ 主要财政汲取方式的利弊分析

财政汲取类型 优势 劣势 国家—社会关系

贡赋 无直接成本
随意性（低控制力）；不稳定（低

成长性）

封建等级依附关系，不平等的契约化

关系

国有资产租金
有一定的控制力和

成长性
存在较严重的投机行为 合同关系

国有企业利润 强大的控制力 低成长性 行政层级或命令关系

税收
很高的成长性与

稳定性
低控制力 纳税义务与公共责任的交换关系

由此可见，执政者在选择财政汲取方式时，与其说是在趋利避害，还不如说是在进行利弊权衡，因

为对执政者来说，不存在没有代价的汲取方式。所以从一定视角看，财政汲取模型其实是一种“交换”

模型，被汲取者会把政府的财政汲取行为视为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的交换。贡赋是弱者用进贡来

换取强者的保护，租金是执政者用经营管理权换取租金收入，税收是执政者用产权保护、政治权力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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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来换取公民纳税合作。每一种汲取权力都有相应的义务和责任相对应。即使执政者把所有生产资

料都收归国有，仍然逃脱不了相应的责任，而且责任更重了，所以计划经济国家才要承担起所有人“从

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

四、对改革开放动力的分析：利、租、税之间的选择

下面用模型来分析改革开放的制度变迁过程。为了更好理解制度变迁，可以向前追溯更长的历

史时期。在秦汉以前，我国是以贡赋为主要汲取方式的贡赋国家或领地国家。秦汉以后，私人土地产

权得到一定程度的承认，但此时的土地制度是皇权专制下的层级土地所有制，农民获得的仅仅是有限

的土地经营权，农民需要缴纳的土地税赋，更像是地租而不是税收。同时，皇帝还掌握着盐铁等重要

资源的专卖权。所以皇权专制下的古代中国兼具自产国家和租金国家色彩。清朝末年，内忧患中的

执政者被迫改变了财政收入过度依赖农业地租的局面，出现了关税、盐税、厘金和农业租金四分天下

的财政格局①，并逐渐有了一些税收国家的特质。中华民国时期，关税、盐税和消费税性质的统税成为

主要财政收入来源，中国已经初步成为税收国家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当时人们所理解的马克思的设想以及苏联经验，我国要走计划经济

道路，也就是说要成为纯正的自产国家。但在解放战争期间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于农村土

地改革的成功，在一段时间内我国税收国家的色彩反而有所强化。共产党在内战中获胜的重要原因，

是拥有比国民党更强大的财政汲取能力。共产党推行土地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

农民”“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革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也就是说，土地改革要赋予广大农民

土地产权，这是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社会从未实现的壮举。农民获得了土地所有权后，自然承担起了缴

纳农业税的义务，所以才有人说，三大战役的胜利是“农民用小车推出来的”。农村的这种“以土地产

权换税收”，使得共产党在战争中获得了源源不断的财源支持，其代价是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对土地的

控制权。获得了土地的农民为了追求收益，会进行土地买卖、出租等等经营行为，土地向少数人集中

以及贫富差距不可避免地出现，这也成为后来推行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的理由。

但这种苗头是短暂的，没有阻碍我国进入计划经济时代。二战后不但社会主义国家，连一些非社

会主义国家也不同程度地走上了计划经济道路。各国向全面计划时代的转型其实是利润型财政制度

的产物（刘志广，２００７）［２５］。计划经济能够帮助执政者获得资源的深度汲取，从而为国家主导的工业
化进程提供支撑。所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近３０年的时间，整体上看是我
国走向纯自产国家的过程。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使得国家牢牢控制了农民和农业生产资料，工业的

社会主义改造使得国家牢牢控制了工业生产资料，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得国家牢牢控制

了市场交易。按照熊彼特的观点，只有私人部门缴纳的税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税。公共部门向财政

缴纳的税本来就属于全民所有，缴纳过程并不涉及产权转移。从这个意义上说，拥有产权是纳税义务

存在的根本前提。所以在公有制一统天下的时代不存在纳税人，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税收。从财政

博弈的角度看，计划经济消灭了商品经济下的市场主体，似乎意味着个人相对于国家汲取失去了所有

议价能力，但按照拉弗曲线原理，当政府汲取了所有利润后，其获得的财政收入增量最终会降为零。

计划经济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关系姑且不论，仅从财政收益看，政府在完全摧毁社会议价能力的同

时，也不得不接受失去财政收入成长性这一高昂代价。

改革开放初期，生产组织形式的改革是在不触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情况下以“承包制”的形式进

行的。农民承包土地后在缴纳公粮时，缴足国家的和集体的，剩下的是自己的。此时农业税的纳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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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以清朝光绪末年为例，四种财政收入规模分别如下：田赋３０６０万两，盐税２４００万两，厘金１８４２万两，关税３３９０
万两（陈光焱，２００６）［２３］。其中厘金是一种在产、运、销等环节征收的商税。

１９３６年，国民政府关税、盐税和统税实收数额分别为６３６亿元、２４７亿元和１．３１亿元，分别占税收总额的６０．１％、
２３．４％和１２．４％（刘孝诚，２００６）［２４］。但农民的田赋负担仍然很重，地方政府将治安、卫生、教育、交通、水利等公共支出摊
入田赋，农业领域的税赋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



其实是“村集体”而不是农民个人，因为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只不过村集体在土地发包时顺便把农业

税纳税义务也包出去了，农民缴纳的公粮是代替村集体缴纳的承包给自己的那一部分。与农村土地

经营权相类似，在国营或集体企业中推行“承包制”也提高了经营效率，所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承包制开
始从农村向城市扩展。在企业与个人之间的承包关系中，承包人向企业上缴的利润或管理费，其性质

是国有生产资料的租金。对于政府来说，无论是利润还是租金，作为汲取方式都存在严重不足。国营

企业上缴利润的前提是必须有盈利，企业亏损就没有必要承担财政义务；租金的主要问题是，承包人

会根据承包年限调整经营行为从而使政府利益受损，而且承包主要表现为企业与个人间的具体合同

行为，政府作为第三人的财政收益难以得到保障。相比之下，具有固定性、强制性的税收优势很明显。

与上缴利润相比，政府通过税收制度设计，可以不把企业亏损与否作为承担财政义务的前提条件，即

使企业亏损仍然需要缴纳某些税种；与承包关系相比，税收征纳关系中政府是主要参与方，消除了企

业与承包人通过承包合同绕开政府的可能。１９８３—１９８４年的两步“利改税”的目的，就是方便政府向
国营企业汲取财政资源。因此，改革开放之初，在不能突破生产资料所有制红线的情况下，通过出租

公有生产资料来获得租金，成为一种过渡性的汲取方式。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我国经济制度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变化。非

公有制经济从公有制的“有益补充”升格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非公经济依

法受保护”“公民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写入宪法，这为我国现代税收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基本

前提。备受关注的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以民营化为特征的地方国有企业改制，也体现了交换逻辑。

地方政府把经营不善的地方国企变卖给民营企业家，一方面可以甩掉包袱，另一方面也能从盘活后的

资本盈利中以税收的形式收获财政资源。从承包制到企业所有权转移，是一个从租金向税收转化的

过程，政府的财政来源增长性、稳定性有了更大保证。

表２的数据揭示了１９７０年后不同阶段我国财政收入的来源结构。１９７１—１９７５年间，企业上缴利
润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超过５０％，１９７６—１９８０年间稍降至不足５０％。随着利改税的推行，企业上缴利
润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急剧下降，到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间已经微不足道。由于利改税后不再把企业盈利
与否作为承担纳税义务的条件，这也使得国营企业的亏损无法得到弥补，因此，在税收中拿出一部分

作为国有企业亏损补贴就成为过渡办法。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间，国企亏损补贴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将近
２０％，成为沉重负担。随着国企改革的推行，大量亏损国企要么进行了民营化改制，要么破产重组，剩
下的国有企业也推行了现代化企业制度，国有企业亏损情况逐渐减少，亏损补贴也退出历史舞台。到

目前为止，剩下的国有企业主要存在于垄断经济命脉的基础性行业，国有企业据此获得了大量的垄断

利润，这些垄断利润本应归属全民所有。所以在社会强大呼声中，自２０１２年开始财政部出台规定，中
央企业按一定比例上缴利润，这体现在表２的“国有资本经营及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一栏中。

表２ １９７０年后我国不同阶段财政收入来源结构简表 单位：亿元

年份 财政收入 税收收入 上缴利润
国企亏损

补贴

非税收入

国有资本经营及国有

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其他收入

土地

出让金

１９７１—１９７５ ３９２０ １７４２ ２１３９ ３９

１９７６—１９８０ ５０９０ ２５０５ ２２４３ ３４２

１９８１—１９８５ ７４０３ ５０９３ １２１１ －５０７ １６０５

１９８６—１９９０ １２２８１ １２１７１ ２７８ －２３２５ ２１５７

１９９１—１９９５ ２２４４２ ２１７０７ １８４ －２０６０ ２６１１

１９９６—２０００ ５０７７４ ４７６７２ －１６０７ ４７２２

２００１ １６３８６ １５３０１ －３００ １３８４

２００２ １８９０４ １７６３６ －２６０ １５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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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 ２１７１５ ２００１７ －２２６ １９２４

２００４ ２６３９６ ２４１６６ －２１８ ２４４９ ５９００

２００５ ３１６４９ ２８７７９ －１９３ ３０６３ ５５００

２００６ ３８７６０ ３４８１０ －１８０ ４１３１ ７７００

２００７ ５１３２２ ４５６２２ ５７００ １２８００

２００８ ６１３３０ ５４２２４ ７１０７ ９７００

２００９ ６８５１８ ５９５２２ ８９９７ １５９００

２０１０ ８３１０１ ７３２１１ ９８９１ ２７１００

２０１１ １０３８７４ ８９７３８ １４１３６ ３１５００

２０１２ １１７２５３ １００６１４ １６６３９ ２６９００

２０１３ １２９２１０ １１０５３１ １８６７９ ４２０００

２０１４ １４０３７０ １１９１７５ ７５４３ １３６５２ ３３４００

２０１５ １５２２６９ １２４９２２ １１５４４ １５８０３ ２９８００

２０１６ １５９６０５ １３０３６１ １２８２２ １６４２２ ３５６００

　　注：税收收入、上缴利润、国企亏损补贴和非税收入之和等于财政收入总额。数据除土地出让金外均来自历年《中

国统计年鉴》，土地出让金数据来自国土资源部的《中国国土资源公报》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前我国是典型的自产国家，改革开放后我国经过租金国家的短暂过渡，开始

成为一定程度上的税收国家。这一过程是我国经济腾飞的过程，也是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过程。

１９５１—１９８１年这３０年间，我国财政收入仅增长了９３倍。而１９８１—２０１１年这３０年间，我国财政收
入增长了８８３倍①。１９８５年以前，税收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仅在五成左右，利改税后的１９８６年上升
到九成，近年来这一比重保持在８０％以上。但必须看到，我国从自产国家向税收国家过渡是一个渐进
过程。与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相比，我国财政收入中的自产部分仍然占据较大比例。这是因为

在税收中，来自国有企业或者国有资本的税收占比较大。根据不同的统计，国有企业税收在全部税收

中的比重在３０％～５０％之间。国有企业税收实质上是国企利润的一部分，国有企业税收其实是上缴
利润的一种方式。另外，在地方政府收入中占重要地位的土地出让金，也是典型的土地租金而非税

收。所以我国从自产国家走向税收国家的历程虽然漫长，但并不意味着我国现在就是严格意义上的

税收国家。

五、进一步的讨论

财政压力驱动的改革开放除带来了经济制度变化外，还带来了执政思路、思维方式的变化。过去

在意识形态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片面化理解，以及受苏联计划经济思维的影响，执政者在政策

选择上形成了强烈的资源控制与支配意识。比如认为财政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并以其为主体无偿

地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的分配所形成的一种分配关系”②，把税收定义为国家凭借政治权

力，无偿地征收实物或货币，以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工具，甚至认为走向共产主义之路就是国家控制

所有资源，然后在所有个体间进行重新配给的过程。这种把共产主义理想与“一大二公”等同起来的、

过度看重分配（这里的“分配”其实是国家主导的全部产品的再分配）的片面理解，忽视了真正的社会

主义公有制分配方式所赖以形成的高度发达生产力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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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财政收入增长倍数按照《中国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１９５７年，许廷星教授在《关于财政学的对象问题》一书中，最早对财政的“国家分配论”进行了系统化论述（许廷
星，１９５７）［２６］，此后，“国家分配论”成为我国理论界对财政本质的主流观点。



从财政来源方面看，我国显然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税收国家。而且“税收国家比自产国家更有可

能形成高水平治理”这一命题并不等于说，在任何情况下税收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都是越高越好。改

革开放是渐进式改革，我国从自产国家走向税收国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何定位各类所有制结构之

间的关系，何时对财政汲取方式进行调整，取决于未来的形势、条件或博弈情况。不过，深入理解财政

压力对于制度变迁的内在作用，有助于执政者更科学地理解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更全面地权衡各种改

革措施的成本收益，从而作出更加符合时代要求的决策。

财政压力对于现代国家来说是一个无法摆脱并将长期存在的问题。因此，财政压力是我国改革

开放的重要动力，也将是未来我国继续深化改革的重要动力。沿着本文的思路，可以对我国未来的制

度改革提出一些建议。首先，深入理解财政汲取的性质。国家的所有汲取行为都是有代价的，这符合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有舍才有得”等一些朴素道理。改革开放之初的果断

放开与舍弃，换来了一片全新的天地；改革开放４０年来有序渐进的放开与调整，仍然不断地释放着红
利。在改革进入深水区之后，要实现改革事业的再次突破，需要与以往一样果断地进行新的抉择。其

次，深入理解市场经济的优势，推动关键领域改革。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扩展的合作秩序，市场交

换行为既是资源走向优化配置的过程，也是人际关系不断演化的过程。只有在反复的交换中，契约精

神、合作精神、共赢精神以及作为社会信任的社会资本（ｓｏｃｉ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才能深化、固化。而且市场交换
是国家财政永不枯竭的源流。政府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为市场交换调解纠纷，为市场主体进行

产权保护和认证。市场上产权每交易一次，政府就可以在交易环节征税一次，产权交易越频繁，政府

的税源越充裕。因此，不但要明确农民承包地、宅基地的财产权利，也要明确国有土地、国有企业等生

产资料和经济组织的产权，并使产权流转起来。最后，不断深化对外开放，为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创造

条件。全球化是防止国家制度内卷化的一个外在条件。资本、人才等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流动成本

越来越低，意味着人们“用脚投票”权利的增长，也意味着政府权力能够受到更有效的制约。全球化背

景下的国际竞争，其实是各国治理模式的竞争。从逻辑上讲，只要不断深化开放，我国历史上长期存

在的制度变迁内卷化的惯性就能够被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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